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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

杨春学

提要：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源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学习，其后的发展也与

西学的引进和传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经

济学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和拓展，另一方面，我们引进和学习西学的重点也因体制

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且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为救亡图强，

学者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主流态度从晚清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向民

国时期的“体用一致”，其所学和宣传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新中国成立

的前 30 年间，出于体制和偏激的意识形态等原因，除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其

他西学理论和学说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排斥。最近 40 年，市场化改革促使我们

在争论中逐渐接受和运用西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方法；但是，如何剔

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始终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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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经济成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称颂。但

是，如何从这种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一组独特的命题，并使之升华至理论化的高

度，从而对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

一项艰巨的任务。习近平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第三方面的资源就是“国外哲学社科

学的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西方经济学。如何把握好这类资源？那就是要立足

于中国的国情，“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面对经济学界的这样一个

时代课题，对中国引进、学习和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做一番回顾、分析和总

结，是很有意义的。

一、晚清民国：西学东进

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屡受列强欺辱。这极大地激发了有志之士

为强国而求知识于西学的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

震”，“中央帝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传统上历来傲视其它国家的精神资本。战

败使一部分国人看到英国之强大。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放眼世界，“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西

方经济学的引进就构成了这种潮流发端的一部分。

最早比较完整引入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人是 1869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

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他在同文馆以“富国策”的名义

讲授英国学者 H. Fawcett(1833-1884)的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与汪凤藻

合译，于 1880 年以《富国策》的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此书成为京师同文

馆改为京师大学堂之后的教材。
①
第二本被译为汉语的经济学著作是英国经济学

家 W.S.Jevons 的专著 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该著作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

译，并于 1886 年以《富国养民策》的书名交由总税务署出版。这些译本均采用

“西译中述”的方法（即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录和润色），故其翻译质量并不

出色。在 1895 年之后，这种译法逐渐消失。

实际上，真正具有里程碑式影响的译著是由严复（1854-1921）所译的亚当·斯

密的名著《国富论》（原译名为《原富》），该书于 1901 年交由南洋公学书院

出版。严复所译的西学名著还有《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等。

严复是引进西学的第一功臣，被誉为“西学圣人”。在严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对西学态度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此前，国人倡导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社会精英思考如下问题——即列强强大的真正奥

秘难道只是“夷之长技”吗？“严复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东西方不同的关键就在

于思想文化。因此，对于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价值观、制度、风俗、思想，

必须用同一个维度来衡量，即它是否维护和加强民族国家。凡是阻碍这一目标的

传统，没有什么会是神圣的”
②
。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之用者也。中西之学异也，如其种人

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

合之则两亡”
③
，对西学的学习应做到“体用一致”。为什么选译《国富论》？

他认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夫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

①
傅德元：“《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时期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2 期）。

②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第 260 页。此处所引的，是“译

后记”。
③
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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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
④
。

自严复始，基于强国而广求知识于世界的认识逐渐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学人

开始了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热潮。有学者统计，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我

国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约 40 部，其中 2/3 为中国学者的介绍性著作，1/3 是

译作；译作中多译自日文
⑤
。即便是国人撰著的介绍性著述，也多取材于日文文

献。例如，梁启超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革小史》（1903）是国人所撰写的第一

部经济学说史，该书上至古希腊、古罗马，下至德国历史学派，包括重商主义、

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说等，均有所述。但它所述的素材基本上都取自日文文献。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历来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故

使得一大批仁人志士赴日留学，意图探究日本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强大的奥秘。

他们回国之后大量介绍日本的学术成果。二是“和制汉字”使国人较容易阅读和

理解日文书籍。

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西学引进质量并不高，国人的著述基本上都是拼凑之

作，但是，这也的确给“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⑥
。特别

值得提及的是，日文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贡

献——即经济学词汇的翻译，尤其是对专业术语的翻译。例如，political

economy 中的 economy 应当如何翻译？严复主张译为“计学”，梁启超主张译为

“生计学”，但这两种翻译均未被大量采用。相反，据考证，1896 年的《时务

报》上发表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一文，也许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运用“经济学”

一词的汉语文章
⑦
。受京师大学堂之邀，由日本学者杉荣三郎编写的《经济学讲

义》（1903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取名为汉文“经济学”的第一部书籍。此后，

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以“经济”、“经济学”命名的译自日文的著作。在这一时

期，直接从日文移植过来的汉语经济学词汇有五十多个，包括经济学、经济、生

产、消费、资本、交易等
⑧
。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一批在欧美留学的学者加入，经济学的引进、传播

和学习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

９：经济》统计，民国期间出版经济类著作就达一万六千余种，相比于晚清时期

呈现出爆炸增长的态势。此书目将经济类书分为九大类。其中的“经济总论”类

有 736 种，涉及西方经济学的书目有 701 种。其中译著 339 种，自著 364 种。译

著中，译自英国 58 种，译自美国 29 种，译自苏俄 76 种，译自日本 80 种、译自

德国 48 种、译自法国 28 种、译自奥地利 9种、匈牙利 4种、瑞典２种，其他５

种
⑨
。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于 1923 年的“中国经济学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

④
转引自梁捷：“启蒙及其转向——清末明初思想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阐发”，《现代中文学刊》2009

年第 1期
⑤
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1994)。另根据《增补东西学书录》、《译书经

眼录》、《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上海制造局译印书目》四种书目资料，晚清时期公开印行的经济学

相关书籍大约 81种，其中，译著 64 种，本国人辑著 17 种。在这些译著中，前期主要是欧美传教士翻译和

编著 英国经济学说（约 24种），后期主要是中国人或 日本人翻译日本人的书籍（约 22 种），还有一些

未注明译著者的书籍（岳清唐、周建波：“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贵州社会科

学》2014 年第 9 期）。
⑥
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期。

⑦
任金帅、王先明：“‘生计’到‘经济’---西方经济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历史教学》2012

年第 3期。
⑧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⑨
（北京图书馆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 济）》，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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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学社”是一个以留美学者为主体，集合政、学、商界等上流人士组成的学

术团体。这一学社最初由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陈长衡、陈达等 12 人创

立，目的是提高经济学的教学质量。1924 年，马寅初等人渐次加入，并于 1925

年通过新的章程，将学社的宗旨确定为：（1）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2）讨

论现代经济问题；（3）编译各种经济书籍；（4)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

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主持下，这个学社不断发展和壮大，大部分知名的经济

学家均为其成员，其一时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团体和“中国传播和研究现代西方

经济学的中心组织”
⑩
。它的社刊《经济学季刊》在 1930 年 4 月至 1937 年 5 月

间共出版 8卷 29 册，是当时公认的经济界权威刊物。

自然地，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说者，也有“中国经济学社”之外的成员。

在民国时期，若要论翻译经济学名著最有力者，当推王亚南、郭大力。他们合译

或独译的名著有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

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

等。此外，读者甚众的还有王开元译自德文版的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原文

名实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及众多个译本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等等。

至民国结束之时，引介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经济学家在总体上抛弃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态度，译介西方

经济学的宗旨是以“输入文化，拯救衰亡”,寻求国家富强的知识。

这是始自严复所形成的主流态度。例如，梁启超在其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

革小史》（1903）的“发端”中写道，“今日则全世界赴于开明之时也。故凡立

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而且演无形之竞争以斗市场，岂好事，

势使然矣”。又言，西国“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理之发明，亦其最重

要之一端也”。

夏炎德表达了当时多数译者的心声：“经济之学以非吾国所固有者，欲真正

输入先进国经济学说，莫如翻译各家原著，盖翻译能使读者窥其全貌，较之杂凑

编译为彻底也”⑪。自然地，不同的学者会偏爱和倾心于某种西方经济学说，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例如，马寅初认为，中国宜采用德奥学者所倡导的“全

体主义”，故颂扬亚当·米勒、李斯特、斯潘等人的思想。唐庆增倾向于英国古

典学派，其倾心于亚当·斯密，宣扬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思想。

第二、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传播和学习，中国终于有了“经济学”这样

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了“经济学”学术群体。

在此之前，中国并无“经济学”。长期的自然经济统治使中国形成的是一套

以“地产、地租、赋税”为基础的经济思想范畴，诸如裕民、富国、均田、薄赋

敛、强本抑末、重义轻利、黜奢崇俭、漕运、屯垦等等。这类思考只有片断式的

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散见于历代文献的“集部”，既缺乏体系，且立场多拘于

伦理，鲜有从经济学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经济问题的，已经无法适应民国时期中

国社会经济的分析⑫。

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国人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思维来讨论

中国的经济问题。时逢国家内忧外患的、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虽然引介的西方

经济学著述中有大量的理论内容，但中国学者更多的精力是借此讨论中国的各种

⑩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经济学家》2006 年第 4期。

⑪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 189 页。
⑫ 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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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例如币制、金融、财政、贸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具体问

题，实属“应用经济学”的范围⑬。诚如夏炎德所评论的，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

不是一种“纯理经济学”的形态，而是“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革的思想”的

形式表现⑭。

各类大学、高级中学、职业学校、商科学校等纷纷讲授经济学课程。其中，

较为流行的教材包括马寅初著的大学教本《经济学概论》、赵兰坪编著的职业学

校教科书《经济学》。前者从 1938 年初版到 1948 年第９版，后者从 1928 年到

1946 年再版 15 次⑮。民国时期出现了各种经济学学术团体，比较著名的包括有

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合作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新生命派、

新思潮派、中国经济派等。相应地，还出现大量的经济学刊物⑯

第三、在译介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学界出现经济学中国化的诉求，即：把

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解决，理解和消化外来

理论，使之符合中国的需要，转变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构成国

际学术积累过程的参与者⑰。

这种意识在经济学界早有反映。早在 1929 年，李权时在其《经济学原理》

中即言，“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照洋货，所以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翻

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致以与洋

货逐于市场，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20 世纪 40 年代初，

王亚南先生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并以此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之一，认为这

有待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⑱。

之所以会发出这种声音，是学者们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状态不满。夏炎德的

下述言辞很好地表达了这种不满：“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

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

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曰：蔑有也。以视德国，自英国古典学派思想传入，不

久即反动，而自本国文化背景中产生历史学派，建立国民经济学，且由此而引出

保护主义政策建议国家施行。美国少壮经济学者，留德受历史学派熏陶，卒能在

国内发展成一制度学派，而与古典学派相颉颃，于经济学上盖已自树自帜。还观

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

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想转而自谋创造。多数学者未尝不和创造之重

要，惜真能致力创造不多，致力创造而已有圆满收获者，更未之见”⑲。

第四、与“西方经济学”同时引介而传入中国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被归类为“西学”。如果说引

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中国学者想讨论的主要是经济的“术”的问题，那么，

引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想讨论的是“道”的问题，即根本性社会制度

的选择问题。如果说在“中国化”的学理方面有成就的话，那也主要是集中在对

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必然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这

⑬ 参阅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18章。
⑭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第 162 页。
⑮ 岳清唐、周建波：“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期。
⑯ 严清华，李詹 ：“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经济学动态》，2012 年第 7 期。
⑰ 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2018 第 7 期。
⑱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

年第 4期。
⑲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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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讨论相当一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进行的。其

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4）、李达的《经济学大纲》

（1935）、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1949）等。他们均致力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这种讨论得出的一个

结论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形

态，且采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

二、改革之前 30 年：“西学东进”的没落⑳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于 1952 年按照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经济学

教材换成苏联教科书。1952 年秋季开始，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马列主

义研究班（历时五年），包括政治经济学分班，培养研究生。与此同时，高教教

育部“搭便车”，把全国高校 20 多所政治经济学的骨干教师召集到燕京大学，

开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给这两个班上课的苏联专家主要有阿尔

马卓夫、然明、焦姆斯基、诺罗肖洛夫等。然明和卡拉达耶夫讲授经济学说史课

程。然明编写的《经济学史讲义》于 1958 年出版。之后，翻译了卢森贝的三卷

本《政治经济学史》，分别于 1959、1958、1960 年出版。卢森贝写道，“自从

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相当阶段，而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

政权以后，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便敲已经响。然而，这当然不是说，资

产阶级的经济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不再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发展’了。庸俗

化的和辩护论的方法和形式之交替，便是它的‘发展’”
21
。

这就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所引证的是马克思

《资本论》的下述著名论断：“只要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

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

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

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830 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

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

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

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

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辨护士的坏心恶意。.......1948 年大陆的革

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

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

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

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22
。

据此，学术界把西方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

学，时间以 1830 年为界。相对而言，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评论比较客观。这

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相对正面的明确评论。因此，研究者承

认它包含着科学的成分。第二、英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整理和研究有关古典经济学著述相对较多。但翻译和整

理的目的绝然不同于民国时期。王亚南先生写于 1965 年《国富论》“改订译本

序言”中说道，“1931 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改题为

⑳ 此部分的写作深受黄范章的文章的影响。黄范章：“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张卓

元主编：《中国经济学 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21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 1卷 ），李侠公译，张贤务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第

3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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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

及其它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

特别是在批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

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

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

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
23
。可见，王

亚南和郭大力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目的不同于严复，不是把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看作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历史经验的经典著作 。

至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后的经济学，都被视为“庸俗经济学”，处于被批判的

地位。可以说，这在当时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学界的基本态度，中国也不

例外。例如，在 50 年代中期的中国人民大学，吴大锟、项冲给经济系本科生开

设的课程名称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高鸿业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的

课程名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
24
。这之后发生的两次有组织的批判

事件直接恶化了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对陈振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关

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批判。1956 年，社会主义阵营

的政治气候出现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秘密报告、贝亚利事件等。毛泽东希望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力量，解决

党内的工作作风问题。中共中央于 1957 年 4 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月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有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报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1957 年

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陈振汉教授邀请其他五位，讨论和起草了《意见》，就

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主要提出三条意见：（1）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

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经典的目的在于“懂得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而不是依赖于大量直接引用经典著作的表述来进行论证。（2）对待西方

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而应当批判地吸收其中

有用的东西，即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接受问题”。《意见》还特地举

例说，“例如凯恩斯的乘数论只是一种数学概念，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的投

资效果的呢？又如庸俗经济学中所常用的边际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

它的用处呢，特别是像统计学这样一门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资

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统计学里面的许

多方法概念，像选样理论、常态曲线、时间系列和相关系数，等等，我们感觉可

以同样应用来分析我们的社会经济现象，但被一概摒诸统计领域之外，而我们所

学所教的统计成为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之外毫无其他内容，因之极端枯燥

简单和贫乏的东西，是否是我们过分夸大了有些学问的阶级性甚至对有些东西并

不了解也没有接触，但只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

煞呢”
25
。（3）要划清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间的界限问题，否则，

2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和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24 吴易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企业家日报》2017 年 7 月 28 日。
25 陈振汉、 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

载《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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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省事，为了安全，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谁也不愿多惹是非，

这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
26
。

在随即于 1957 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这份《意见》书和其作者受到有

组织的严厉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文章，并把《意见书》

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政治阴谋”，

“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招魂”，学术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作为《意见》的组织者

和主要起草人，陈振汉成为批判的焦点人物，被视为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

反共急先锋”，“资产阶级右派在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
27
。

另一个事件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

布，中国人口年增长率为 20‰。马寅初认为，这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抽样调查

方法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率，实际的增长率太快了。在 1955 年 7 月召开的

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他就以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形式

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就有人认为，马寅初的观点是以马尔萨斯的

思想为基础的。在 1957 年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他就人口控制问题再次进行

发言，并以《新人口论》为题，以人大代表书面发言的形式发表于 7月 5日《人

民日报》。他认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

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在大

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把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人口质量

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对于如何控制人口增长，他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

是加强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思想；二是修改婚姻法，鼓

励晚婚；三是普遍宣传人工避孕，反对人工流产，以免残害生命。他在论文中郑

重申明“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但是，这种申明并没有避免马寅初在之后发生的批判中被批为是“新马尔

萨斯主义”。《新人口论》于 1958 年初在北大校园的大字报中遭到点名批判，

接着《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之。他随即在《光

明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第二次批判始于 1959 年

底。对此，他在《新建设》1960 年第 1 期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表示接

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

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

种批判者们投降”。《光明日报》随即组织文章进行反击，马寅初受到更烈

的批判。主要罪名，一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

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是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

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

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

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是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好在凭借

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没有在政治上受到更多的冲击。

20 世纪 60 年代初，情况曾一度有所变化。1961 年，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

编写文科教材，供大专院校师生教学之用，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具体负责。之所

以会有此举，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此前国内大学文科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源于苏联，

但此时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再使用这些教材似乎是不妥的。所要编写的教材包括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参与编写者黄范章曾写道，组织者曾专门指示说，

“对西方经济学，也要了解和借鉴，为此就着重要求介绍要客观、要系统，使人

26 同上，第 777页
27 参阅《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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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原貌。为了解除编者的顾虑，还着重指示：你们编写者

负责学术关，我们组织者负责政治关；介绍是否客观和是否系统，你们要负责；

批判得够不够，你们不负责，你们不必多考虑。......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对

西方经济学地直采取全盘批判态度达十年后第一次显得有所松动”
28
。此次编写

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原定为两本：《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

派》。《经济学说史》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鲁有章、李宗正主编，上册于 1964 年

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由北京大学的罗志如任编

写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任副组长，所编

写成的《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人民资本主义》

四个分册陆续于 1962-196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原计划中的《福利经济学》

直到 1984 年才以《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的书名出版。虽然组织者强调编写者

只用“负责学术关”，不用负责政治责任，但是，“反右运动”已经给他们留下

阴影，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

命”证明了他们的智慧。

与这种官方态度的松动相适应，“庸俗经济学家”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也出现

了一个小高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十多种，包括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

（1959）和《资本实证论》（1964）、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961）、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963）、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62)、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63）、凡布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资产

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等等。但是，在所有这些书籍的译者言中，

都强调这些著作为资本主义辩护者的庸俗性质。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开始艰难的学术转型，并逐渐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研

究，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高的领域。与此同时，外文著作翻译量开始大幅度萎

缩。据统计，1949-1979 年间，翻译并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共计 68 部，其中，

译自英美的有 52 部。相比之下，译自苏联的经济学著作达 151 部，仅 1949-1959

年就占 136 部
29
。其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的译介工作几乎处

于停止状态。

“西学东进”之所以陷入这种状态，究其原因，第一、就客观基础上来说，

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之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体制，基于私有制而展开市场经济分析的西方经济学自然不适用于解释这种体制

中的经济活动。因此，重点引介的经济学著述以苏联为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且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

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在理论上，我们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同

为社会主义，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视同为资本主义，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必

然要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之物而批判之，能学习的就只剩下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且基本上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就主观方

面来说，就像卢森贝那样，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视为只是发

展和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教条化地理解马

克思的论断的结果。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前者“庸

俗成分”的发展，那么，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机制更准确的分析和论

证呢？

28 黄范章：“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 60 年》，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587 页。
29
赵晓雷 ：《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39页，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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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 40 年：“西天取经”的繁荣

随着 1978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随即

开启的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界重新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引介活

动。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中国经济学界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

但改革的实践急切地需要新的经济学知识来支撑和拓展改革的视野。于是，人们

把求知的目光指向外部。其中，一大部分目光指向东欧经济学家。因为这些国家

先于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行了改革。中央政府组织各个部门对南斯拉

夫、匈牙利进行了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进行

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与此同时,国

内学者也非常重视“西天取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天取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项活动。

第一项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的成立，成为“中国引进、传播和研究西方

经济学的主阵地和核心平台”
30
。

1979 年 5 月，陈岱孙、宋则行、张培刚、吴斐丹、朱绍文、李宗正、宋承

先、刘涤源、厉以宁、吴易风等 17 位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学者聚于杭州，联名

发起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公推许涤新为名誉会长，陈岱孙为会

长。《创议书》提出，“必须积极开展对外国经济学说的研究，研究它的历史和

现状，批判一切反动、错误的思潮和理论，吸取一切可供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中借鉴、利用的东西”
31
。

当年，研究学会就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翻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文

选》由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从英文文献中选出外国当代主要学说和流派中具有

代表性的著述，译为汉文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文选》的第一辑于

1979 年出版。至 1997 年，共出版 17 辑。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含西方学者

对这些学说和理论的评论，也包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

会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工作。

此《论丛》于 1981 年开始，至 2000 年，共出版 20 辑，成为经济学说史研究者

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

1979 年 6 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成立 4 个调研小组（即经济管理体制

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对中国经

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受于光远先生领导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的委托，研究会

于 1979 年 11 月至 1981 年春在北京大学开讲国外经济学讲座，43 位学者共讲了

60 讲，主要听众是国家机关中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等院校类的教师和学

生、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讲座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宏观、微观、增长、发

展、国际经济学、法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也包括企业管理、跨国公司、国际分

工、经济预测、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方法等比较具体的专题，还包括主要经济学

说和流派，等等。这些讲稿汇编成四册，以《外国经济学讲座》的书名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于 1980-1981 年间出版，是第一套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当代经济

学的书籍，影响很大。

第二项重要活动是商务印书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旗帜，开始系统地

组织翻译和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1981-1990 年间，列入“汉译学术名著”出版

的经济学著作有 53 种。其中，一部分是原有译本的重译，一部分是新译出的著

作。读者最多的有两种，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萨缪尔森的《经

30 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 40 年”，《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31
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经济学动态》197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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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特别是后一种，仅仅在 1979-1991 的 12 年间，就重印 10 次，发行量达

103900 套
32
，成为当时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译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比较经

济研究丛书”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第三项重要的活动是高校经济类专业（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专业）逐渐开始开

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概论”课程。

当时，流行较广的教材有鲁有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胡代光和

厉以宁编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厉以宁、秦宛顺编著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梁小民编著的《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 1987 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国

内一些教授的建议下，决定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类专业的１3门核心课程

之一，并于 1989 年组织国内学者开始编写这些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高

鸿业和吴易风合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1989）就是其产物之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在实质上仍然是“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这种态度典型地反映在陈岱孙 1983 年所发表的“现代西方经

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之中。他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制度绝然不同于中国的经济制度，

因此，我们对这种经济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应持批判态度；但是，它的某些内容，

例如企业组织理论、市场机制分析、定量方法等等，具有借鉴价值
33
。

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虽然人们基本上同意以“发展商品经济”的名义引入市场

机制，但是，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仍然存在争论。在实践中，虽

然计划体制受到市场因素的不断冲击而显得越来越难以维系，但其仍然在于主导

地位。1992 年，中央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初见成效，西方经济学的引入逐渐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

变化。

第一、翻译出版、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书籍、文章无以计数，且类型繁多。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译丛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上海三

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和“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库”和“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原北京经济学出版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

术精品自选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丛书”和“经济学方法

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华夏出版社的“现代

西方思想文库”、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等等。

此外，还有大量并没有以“丛书”、“译库”的名义出版的各类书籍。

可以说，只要在西方出版界出现反响比较大的书籍，就会立即有汉译本问世，

并配之以媒体相应的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4 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

凯蒂的《21 世纪的资本论》一出版即成西方出版界的畅销书，中信出版社立即

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且配之以《<二十世纪资本论>导读》，在中国学界和媒体

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更为典型的案例是：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一公

32 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 40 年”，《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33 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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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国内学界和媒体就会出现一个介绍获奖者理论贡献和影响的小高潮
34
；出版

界也会立即组织人手来翻译获奖者的主要著述。

第二、在教学的课程设置中，逐渐地很少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名称，代之

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称呼，且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程

度来设置课程。相应地，在教材的使用上，也从自编教材转向直接使用从英美国

家翻译过来的教材，甚至是直接使用英文版的教材，自编教材几乎绝迹。

较为流行的汉译版教材包括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曼昆的《宏

观经济学》，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茨的《宏观经济学 》，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

观点》，安德鲁·马斯-科莱尔、马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的《微观

经济学》，保罗·罗曼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等等。

最早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也许是“福特班”。1984 年，国家教育委

员会与美国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作为这种

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从高校研究生中选出一批学生，集中学习；教学完全按照

美国大学的模式进行，旨在培养一批能在中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青年教

师队伍。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1985-1996）和复旦大学（1988-1993）具体

承办，由于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故称为“福特班”。“福特班”直接使用英文

版的研究教材，由欧美教授授课。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为这两个教学点提供的

经济学教材书、工具书和参考书达 8000 多种
35
。此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等机构也使用英文教材。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使用英文教材授课的学校开始

不断增多。

第三、在科研中，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概念和思维方式来讨论

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成为一种主流趋势。

其中，最突出的是分析工具的运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人以阐释经

典和政策为主，且基本上以定性的分析和表述为主，最多再加上一些统计数据和

分析。据调查分析，1984-2007 年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以计量经济

分析为主要工具的论文所占的比重，1984 年为 0，1992 年为 5%，1998 年为

11%,2004 年为 40%，2007 年为 53%；2000 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论文中几乎

还没有以计量分析为主的论文，但是到 2009 年这类论文的比重占到 55%
36
。自然

地，这类论文必然要遵循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并大量使用其语言和术语。因为这

类计量模型是以数理经济学为基础建构的，而有关数理经济学则是对西方经济学

原理的论证和表述方式。

只要西方经济学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内

学者的跟进研究。例如，西方学者提出“包容性发展”的概念，我们就会立即使

用这类概念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行为经济学和试

验经济学
37
。

第四、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对西方经济学放弃了原来那种“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态度，从承认其存在科学的成分，逐渐走上了基本肯定的道路，并

常用“现代经济学”来指称“西方经济学”
38
。

34 《经济学动态》是其中的主要发表阵地。
35 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 40 年”，《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36 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
37 参阅方福前等著：《引进西方经济学 40 年（1978-2018）》，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38 最早用“现代经济学”指称“西方经济学”且影响较大的，也许是留美经济学会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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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学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的“编者献词”(作

于 1988 年）强调：“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

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我们应当注意

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

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只要我们以分析

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原北京经济学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的“出版

说明”（写于 2000 年）则是这样表述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

归纳和总结。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其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从这

个意义上讲，其对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加快经济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借

鉴作用。因此，我们应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我们出版本丛书的初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写

于 2002 年）表述的是更为肯定的态度：“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

山仰止的感慨。......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

它们是 20 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 21 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

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

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

与上述四大趋势相对应，西方经济学引入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结构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现在，国人在思考中国经济

问题时的术语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这不仅体现在学术讨论、媒体发表的文章

之中，也体现在政府政策的表述和解释之中。

这种运用和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这种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来讨论中国产权制度改

革和体制转轨问题。之后，随着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更多地借助于

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理论来讨论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三驾马车”的比喻

及其相关部分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经济学。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

深入和不断完善，运用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成分不断增加，范围也

不断拓展。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西方经济学确实在如何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逻辑上提供了比较一致

的基本思路，诸如明细的产权结构、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有序的自由竞争、价

格的市场化、企业有效的内部治理、政府恰当的职能、稳健的货币、可持续的债

务等。这类思想确实对国人思考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

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应完全归于这种影响。因为，中国改革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西学的上述思想提供

的是一种参照系的作用。即便是正确的经济学原理，也不可能直接转化成为具体

的政策建议。这种转化不能只进行理论推导，必须充分考虑到与经济和政治环境

有关的许多因素，识别和判断复杂的约束条件。中国改革远比西方经济学标准理

论所阐述的要复杂得多，走出的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标准政策方案（例

如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中国的成功当然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但这不

能成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方案正确性的证明。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基于

国情而对上述思想的灵活应用，结果产生的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制度

安排，被称为“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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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警告的声音。这种音声重申

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即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的内容，也包含着为资本主义

辩护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批判性地借鉴其

中的合理部分，并把这种态度贯穿于研究和教学之中。这在流行很广的高鸿业主

编的《西方经济学》中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说明。在此书题目为“西方经济学与中

国”的第十三章中，编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整体内涵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宣扬的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此，我们要进行否定；它“对西方市场经济运

行的经验总结和总结的方法有许多内涵是值得而必须加以借鉴的”，但是，“决

不能生搬硬套，必须注意到国情的差别”
39
。据调查，有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与西

方经济学的课时比例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1变成目前的 1：4。另，西方

经济学课程从西方经济学原理一门课“膨胀”为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

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流派等多门主

课；且在课堂上“述而不评”。针对于这类现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

2007 年召开西方经济学教学专题研讨会，并把讨论中形成的意见总结为《关于

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报送教育部经济学教育委

员会，就教育方针、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改

进的建议
40
。

四、进一步的两点初步讨论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实践的证明

当然包括中国改革的成就。那么，谁的理论能够给出这种证明？我猜想，在类理

论中，至少应当包括西方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虽然这种理论

证明是不完善的，还存在着明显可以大量讨论的余地，但即使是强调西方经济学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学者，也承认它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

法”的科学部分。

这就引出来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识别和分离西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

理论和方法”与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部分？二是如何“本土化”？

（一）西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是长期游荡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解答这一问题的一个

基础，我们必须弄清楚它的意识形态究竟在何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

态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首先，它表现为信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是它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态度。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西方经济学

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为资本主义辩护，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它对私有制

进行的辩护之中。那就是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可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晰，从而实

现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与之密切相联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因素是，不承认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剥削的现象，从而为资本的行为进行辩护。就此而论，

意识形态较明显地潜伏于微观经济学的暗在前提和产权经济学领域，而在宏观经

济学中似乎不存在这类因素。

其次，在上述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还有各类次级的意识形

态，潜伏在经济学家的“愿景”之中，表现在他们的政策主张之中。

39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40 吴易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企业家日报》2017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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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次的意识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运用过程之中。经济

学家建构的模型本身就决定着所要选取的事实，并选取的事实进行简化。其中的

限制性假定强调某些特定的事实特征。利用这些假设，经济学家就可以像他认为

“好”的那样去讨论问题。意识形态使西方经济学家拥有自己的某种要阐明、捍

卫和批判的主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和学派之间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愿景”和与

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从而决定着经济学家所选择的重点研究课题和特定

假设。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基石是一般均衡论。如果说以芝加哥大学为

典型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自由市场

是最有效率的制度），那也并非是一般均衡模型必然的推论结果，而是把某些特

定的假设施加于这种模型的产物。这些特定的假设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政策无

效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那就是把一般均衡模型改造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

型。改造的方法是增添一些特别的假设，包括理性预期、卢卡斯供给函数等。通

过这些特定的假设，某些市场的不良结果和市场失灵现象，例如失业、经济泡沫

等等，就完全被排除在讨论视野之外。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则

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定义出各类“市场失灵”，从而提出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

济学的政策方案，包括主张宏观需求管理、政府规制、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明显

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方案。

为什么从一般均衡模型中会推论出来完全不同的政策处方？皆因为附加的

特定假设不同，从而引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它们引入的特定假设深

受不同类型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不可能从基本理论中直接推导

出政策结论。他们的各类政策建议是通过引入带有倾向性的特定假设而得出的。

因此，我们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时，应当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

（二）“本土化”问题

即便是西学中所包含的有关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也存在着一个基于国情的

运用和发展问题。这是更艰难的细致问题，需要逐一进行认真的努力研究和分析。

经济学的最优逻辑只能阐述一般化的原理，而对它的运用则要面对复杂的历史和

现实约束。

例如，一般理论表明，有效的产权制度必须保证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能够充

分享有其投资的收效，且要使生产者的激励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相匹配。对这种观

点，可以用最优逻辑来给出证明。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安排呢？私

有、公有还是共有？这种选择既涉及历史基础、现实利益格局等复杂的因素，也

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经验证明，这种原理并不

直接映射为唯一的制度安排。农村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形态和发

展、集体和国有企业的改制等改革，遵循的并非是最优选择的逻辑，而是实践问

题导向的创造性制度选择。虽然这类改革还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是一种次优选

择。

如何把中国的这类改革经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总结，还需要中国经济学

界的不懈努力。“中国道路”是一个远比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要复杂得多的宏

大问题。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模式”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必然的。

从更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指导思想的结果，

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中国改革的实践证

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的国情和本土的知识有效结合起来，才可能制

定出有效的发展政策。在这种意义上，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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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贡献。

The Situ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A Pe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Yang Chunxue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s of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studies of western economics. Its development h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the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western economics always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hasis of introduction and studies of western economics have vari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Moreover, the scholars’
attitude to western economics also have changed greatly . For save China, the attitude
to western economics have changed from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Usage” in
latter Qing dynasty to “Body and Usage in consist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In this time Chinese economics was like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In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reasons,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were comprehensively criticized and
rejected except British classical economics. In the last 40 years,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has prompted us to gradually accept and apply the general theories and
analytical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However, how to eliminate the ideological
factor of western economic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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